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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代至清初官方鑄錢與私錢流通 

清代政府鑄錢制度，大致上沿襲明代舊有規制而來。清代入

關 以 前 ， 即 倣 照 中 國 貨 幣 制 度 實 行 鑄 錢 。 太 祖 努 爾 哈 齊

(1559-1626)天命元年(明萬曆四十四年，1616)，以及太宗皇太極

(1592-1643)天聰元年(天啟七年，1627)，先後鑄滿、漢文兩款之

「天命通寶」與「天聰通寶」制錢。1其中漢文錢形制、款式，

即按照明代制錢規制而來。惟因鑄錢技術與社會經濟條件的限

制，以致鑄錢規模與數量皆相當有限。換言之，天命與天聰兩朝

制錢的鑄造，無疑出於政治考量，純粹是向人民宣示新政權的意

涵。2 

本章專就明代，以及清代入關後順治、康熙及雍正三朝政府

鑄錢政策與私錢流通問題進行討論，分別探討兩代政府鑄錢制度

發展經緯，與期間明清政府在面對地方私錢蔓延，提出那些具體

措施，俾能了解乾隆朝以前官方處理私錢對策的變化。 

第一節 明初鑄錢制度之興革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開國以前，即先後在南京與江西兩

地頒行「大中通寶」錢，錢式分平錢、折二、當三、當五與當十

計五等。3建國以後，在以往鑄錢基礎上，頒「洪武通寶」，仍鑄

五等銅錢，小平錢重一錢，中央工部設寶源局，地方行省布政司

設寶泉局。按例，寶源局由工部差官監督，地方鑄局則委任布政

使司管理，但局內爐匠仍由中央派選，依照中央所定鼓鑄則例開

爐鑄錢。4從中體現明初洪武年間的鑄錢政策，是試圖將鑄錢體

                                                 
1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史館檔』，「食貨志」七，錢法一。 
2 百瀨弘著，鄭永昌譯，〈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

《財政與近代歷史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9 年)，下冊，頁 780-781。 
3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年，第三刷)，頁 570-571。 
4 《明會典》，卷 157，頁 8a-b，工部十一，「鑄錢」，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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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置於中央一元式的管控架構之中。 

然而，受限於銅材供應的匱乏，自開國以來鑄錢活動始終即

處於斷斷續續的狀況。據《明太祖實錄》所載，洪武八年(1375)

明政府改行鈔法以前，中央鑄錢只有四次，年鑄量不過二十至二

十二萬餘貫。5至於其他地方如浙江雖在洪武元年已獲准開局鑄

錢，但卻遲至七年(1374)才正式開爐，年鑄量也不過一萬一千餘

貫。6 

因此，在官錢供應不足的情況下，政府遂准許民間兼用前代

舊錢。但研究指出，元代長期禁錢用鈔，市場銅錢流通實屬有限，

且多被銷燬作銅，或流出國外。7當有限的銅錢無法滿足社會需

求，民間私鑄遂乘勢而起。 

為了解決銅供不足與私錢蔓延的困境，明代政府採取許多積

極措施，例如下令軍民將廢銅送官給價收買8；下令停鑄大錢改

鑄小錢，將有限銅材集中鼓鑄，以減少幣材的浪費，同時避免大

錢流通引發民間競相私鑄的問題9；並實施私錢收繳令，透過回

收 私 錢 充 作 官 方 鑄 錢 幣 材 10； 又 在 洪 武 八 年 (1375)重 申 私 鑄 禁

令，試圖進一步遏止民間私鑄的猖獗。11 

然而，政策推行成效終究因人為執法過當而大打折扣。據載： 

帝初令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

苦。又鼓鑄甚勞，奸民多盜鑄，而商賈轉易，錢重道遠頗

                                                                                                                                            
冊。 

5 市古尚三，《明代貨幣史考》(東京，鳳書房，1977 年)，頁 26。 
6 鄭永禧纂修，《衢縣志》(台北市，成文出版社 1983 年)，卷 5，食貨志，上，錢幣，頁 52a。 
7 檀上寬，〈初期明王朝の通貨政策〉，《東洋史研究》，第 39 卷，第 3 號，1980 年，頁 68。 
8 《明會典》，卷 135，頁 2a，刑部十，「倉庫」，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17-618 冊。 
9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2b，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26-631 冊。 
10 《明太祖實錄》，卷 86，頁 1524，洪武 6 年 11 月丙午。 
11 洪武 8 年私鑄禁令：「凡私鑄銅錢者絞，匠人同罪，為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里長知

而不首者，杖一百，……若將時用銅錢剪錯薄小取銅以求利者，杖一百。」參見胡我琨，《錢

通》，卷 1，頁 7a-b，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十三，政書類，第 66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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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便。12 

銅材籌措的困難，官錢供應的不足，私錢問題的惡化，終於促使

洪武八年太祖毅然改變鑄幣政策，隨之下令停止中央與地方鑄錢

活動，並恢復停廢已久的鈔法制度。13惟紙鈔幣值過高根本不便

民眾日常零星交易之用，又迫使明政府再度重開鑄局鼓鑄，但銅

材匱乏與私錢困擾問題依舊未能獲得克服，因而洪武朝鑄錢活動

始終即在時斷時續，鑄局啟閉不定的局面下鼓鑄。14 

在這段反覆斷續的鑄錢過程中，值得注意是洪武二十三年

(1390)中央下令將原來一錢重的官錢，加至一錢二分，試圖透過

良幣驅逐劣幣方式，藉此達到遏止私錢蔓延的效果。15惟官錢重

量增加隨之加深銅源的需求壓力，而明政府卻又無法有效開拓銅

源，因此增加提升官錢品質以抑制私錢的對策終究無法獲得具體

成效。洪武二十七年 (1394)，朱元璋遂正式下達禁錢用鈔的命

令，規定軍民商賈敢有私行銅錢或埋藏棄毀者皆有罪。16終洪武

之世，未見官方再有恢復鑄錢的記錄，而私錢問題亦因此暫告止

息。 

其後歷經成祖(1403-1424)、仁宗(1425)、宣宗(1426-1435)三

朝約三十餘年，其貨幣政策無不貫徹太祖所立下的禁錢令，積極

強化紙鈔流通。但有趣的是，成祖、宣宗兩朝卻又先後下令開局

鑄錢，除中央工部寶源局外，地方省局包括浙江、江西、廣東、

福建四省，亦先後鑄行「永樂通寶」與「宣德通寶」。17然而史料

                                                 
12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0，錢幣考，頁 1a-b。 
13 洪武八年罷寶源局，九年停各省寶泉局鑄錢，見《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3a-b。

關於明初推行紙鈔制度的經緯，詳參吳晗，〈記大明寶鈔〉，收入吳氏，《讀史劄記》(出版地不

詳，文學史料研究會印行，無年月)，頁 303-304。 
14 洪武 8、9 年間停止鑄錢，10 年又再度下令開鑄，至 20 年又停止，22 年再度鼓鑄，直到 27

年明太祖下令禁錢用鈔後，才結束明初鑄錢反覆不定的狀況。 
15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4a。 
16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0，錢幣考，頁 6b。 
17 明代南京工部寶源局皆曾為洪武以下包括宣德、弘治、嘉靖、隆慶、萬曆、天啟與崇禎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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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鑄成後的官錢大多積存內府司鑰庫並未流通民間，其用途

主要供朝廷賞賜外邦與官方朝貢貿易之用。18可見永、宣兩朝的

鑄錢活動，基本上與國內社會經濟變化並無任何關連性。 

                                                                                                                                            
君主開爐鑄錢，惟獨缺永樂一朝。參趙宏恩，《江南通志》，卷 82，食貨志，頁 7a-8b，「錢法」，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理類，第 507-512 冊。 
18 例如弘治 2 年四川重慶府知府毛泰奏請鑄錢中提到：「國朝洪武、永樂、宣德錢，皆積不用。」

由此可知洪武以來大量官錢積存在庫沒有發放出來，見《明孝宗實錄》，卷 29，頁 662，弘治

2 年 8 月甲寅條。至於永、宣年間制錢透過賞賜國外的情況，參見《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

錢幣考，頁 8a-b；大田由紀夫，〈一二～一五世紀初頭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銅錢の流布──日本

‧中國を中心として──〉，《社會經濟史學》，第 61 卷，第 2 號，1995 年，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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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中葉私錢擴張與明政府貨幣對策 

明英宗(1436-1449)繼位伊始，在貨幣政策上作出兩大重要決

定，一是實施田賦折銀令，弛用銀之禁19；另一是開放錢禁，准

許民間錢鈔兼行。20以往有關明代貨幣史的研究，白銀流通向來

是學界注意焦點21，但對銅錢方面，卻未見學者有具體深入的討

論。事實上，明中葉解除銅錢禁令，其對明代貨幣制度以及社會

經濟的影響，並不亞於租稅徵銀的實施。 

明太祖時期因官錢不足誘發民間私錢盛行，迫使中央最後斷

然採取禁錢用鈔政令才得以平息。然隨著寶鈔價值下跌，幣信日

減，宣德年間銅錢在市場上已開始在禁令下流通。至英宗即位，

弛用錢之禁，結果私錢問題又再度成為困擾政府的深刻課題，甚

且越演越烈，成為影響明政府貨幣決策的重要因素。 

儘管正統初年政府在解除錢禁之初，即三令五申強調錢鈔兼

行。但禁令一開，情勢的發展已非官方所能控制。隨著市場對銅

錢需求急速擴大，且呈現供不應求之勢，相對地寶鈔門庭冷落，

價值江河日下，以致原已搖搖欲墜的寶鈔制度更形雪上加霜。有

鑑於此，正統十三年(1448)政府不得已又再度頒佈禁錢令22，惟

市場用錢已成不可遏阻之勢，不到數年光景，政府只好又放鬆禁

令。23 

錢禁的解除雖然客觀反映政府對市場貨幣需求趨勢的一種

                                                 
19 張廷玉等撰，《明史》(臺北，鼎文書局，1982 年)，卷 78，「食貨志」二，賦役，頁 1895-1896。

關於明代田賦徵銀討論，詳參清水泰次，〈明代に於ける租稅銀納の發達〉，《東洋學報》，第

22 卷，第 3 號；崛井一雄，〈金花銀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 5 卷，第 2 號，1940 年，頁

40-52。 
20 《明英宗實錄》，卷 12，頁 224，宣德 10 年 12 月戊午。 
21 參鄭永昌，〈中日有關明代白銀史研究之回顧〉，《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第 20 期，1992

年，頁 235-253。 
22 《明英宗實錄》，卷 166，頁 3209，正統 13 年 5 月庚寅。 
23 《大明會典》，卷 34，頁 8a，戶部十九，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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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方式，惟就官方鑄錢情況而言，卻未見明中央採取積極增鑄

對 策 。 24 自 正 統 解 除 錢 禁 後 ， 歷 經 景 泰 (1450-1456) 、 天 順

(1457-1464)亘三十年間，明史上並沒見任何官方籌畫開局鑄錢的

記錄。政府貨幣政策重心依舊著力挽救江河日下的鈔法制度，卻

無視解除錢禁後市場重錢輕鈔的態勢，以致官錢供應不足而日益

加深私錢蔓延的程度。 

十五世紀中葉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年間，私錢

問題惡化情況終於迫使明政府不得不著手予以整頓。25而從當時

所提出種種整頓貨幣方案來看，反映出明政府自以往維護鈔法，

逐漸轉向以確立錢法的轉變時期。其內容主要包括： 

(1) 避免民間交易因刁難挑揀好壞銅錢引發貿易糾紛，累次申禁

破碎與錫製錢文外，其餘不論新舊、不限年代，只要形制完

好，俱得使用。26 

(2) 將官方庫存洪武歷朝錢文釋出，增加官錢投放量，同時透過

財稅手段，促進錢文流通。具體措施如成化初年軍官等折色

俸餉、官方買辦物料等從原定錢三鈔七，至弘治年間改以全

支錢文；至於戶口食鹽稅，商稅、船料稅、贖罪各項，也由

原定錢鈔兼收調整為全部以錢文繳納。27 

(3) 因應市場錢價波動與流通錢文品樣的複雜性，成化年間具體

規定本朝官錢與歷代舊好錢文，制定銀錢比價一兩銀兌錢 800

文，試圖透過畫定銀錢比價政策以穩定錢價。28到弘治年間，

                                                 
24 大田由紀夫，〈一五‧一六世紀中國における錢貨流通〉，《東洋史研究報告》，第 21 號，1997

年，頁 3。 
25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p.87. 
26 成化元年見《明憲宗實錄》，卷 19，頁 385，成化元年 7 月丁巳；2 年見卷 33，頁 647-651，

成化 2 年 8 月辛丑；3 年見《明會典》，卷 34，頁 11a，戶部十九，錢法；成化 16 年見卷 210，

頁 3663-3664，成化 16 年 12 月癸亥。 
27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10b-12b；《明孝宗實錄》，卷 29，頁 662，弘治 2 年

8 月甲寅。 
28 《明憲宗實錄》，卷 212，頁 3690，成化 17 年 2 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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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出新修正，限定明代官錢銀一兩兌錢 700 文，歷代舊錢

兌換本朝官錢，俱以二折一換算，藉此提升本朝貨幣的地位。

29 

(4) 擴大錢文私鑄與私販的懲處對象。如成化十三年(1477)禁止軍

民私鑄銅錢販賣，為首者論如律，為從及知情買使者枷號一

個月，發邊充軍；到成化十七年(1481)又添加告捕者給賞，鄰

里知情不首，案發後都將遭受連坐處分。30清楚反映政府處理

銅錢私鑄私販法令逐步加重的趨勢。 

綜觀成、弘年間錢法政策，主要圍繞著遏止私錢蔓延、私鑄

私販、劃一錢價、擴大錢文流通為重點。惟關鍵問題是，明中葉

私錢惡化主要導因於官錢供應不足，但從以上各項方案，卻未見

明政府提出具體措施，甚至當時部分官員奏請開爐鑄錢的建議也

遭到中央否決與駁斥。31 

【表 2】 洪武、弘治兩朝各省鑄錢爐座與鑄錢數量表 

地區別 布政使司 鑄爐數(座) 洪武 26 年鑄錢額(文) 弘治 16 年鑄錢額(文) 
北直隸 22 12,830,400 同左 
陜 西 39.5 23,036,400 同左 
山 東 22.5 12,122,000 同左 
山 西 40 23,328,000 同左 

華 
北 
地 
區 

河 南 22.5 13,122,000 同左 
南直隸 ? 12,830,400 25,660,800 
廣 東 19.5 11,372,400 同左 
浙 江 20 11,664,000 同左 
福 建 15.5  9,039,600 

華 
南 
與 
東 
南 江 西 115 67,068,000 同左 

華中地區 湖 廣 21  11,664,000 
雲 貴 10  5,832,000 
四 川 10 5,832,000 同左 西南地區 
廣 西 15.5 9,039,600 同左 

合  計 326.5 以上  202,245,200 文 241,611,200 文 

資料來源：《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5b-6a。 
                                                 
29 《明孝宗實錄》，卷 196，弘治 16 年 2 月丙辰。 
30 《明會典》，卷 34，頁 11a，戶部十九，錢法。 
31 例如成化 12 年北京工部曾一度建議鑄錢卻遭受否決，見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p.85；而弘治 2 年四川重慶府知府毛

泰奏請鑄錢亦因「徒費無益」而被駁斥，見《明孝宗實錄》，卷 29，頁 662，弘治 2 年 8 月甲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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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弘治十六年 (1503)，孝宗突然下令中央與地方重開鑄

局，遂使明代中斷近半個多世紀的鑄錢活動重新提上議程。關於

弘治末年君主所主導的鼓鑄活動，論者或稱私錢泛濫嚴重程度促

使孝宗不得不採取積極鼓鑄對策32，部份學者則認為由於國內災

害頻仍與軍費壓力導致鼓鑄興利的念頭。33但無論如何，從【表

2】顯示，弘治朝開局鼓鑄的地域、額定錢文年鑄數量，都較洪

武朝原定諸司職掌所載規模為大，反映出孝宗在銳行鼓鑄政策的

宏圖。 

然而，空有宏圖卻不能克服現實的阻礙。銅材籌措問題固不

待言，而部份官員監持鑄錢得不償失提出消極抵制的手段34、鑄

局經營費用匱乏35、鑄錢成本虧損、甚至爐匠經驗不足等問題都

難以克服。36這些阻礙因素造成孝宗朝推行鼓鑄政策舉步為艱，

甚至到孝宗去世後，原來弘治通寶的額定鑄錢數量，竟要到武宗

即位四年後才鑄完。37 

孝宗鑄錢的動機，原欲透過擴大官錢供應以遏止私錢擴張，

卻 因 私 錢 流 通 對 官 錢 構 成 排 斥 效 應 而 壅 滯 難 行 。 弘 治 十 八 年

(1505)孝 宗 曾 向 大 學 士 劉 健 (1433-1526)與 謝 遷 (1499-1531)等 人

                                                 
32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p.87. 
33 濱口福壽，〈隆慶萬曆期の錢法の新展開〉，《東洋史研究》，第 31 號，第 3 期，1972 年，頁

76。 
34 《明孝宗實錄》，卷 197，頁 3645，弘治 16 年 3 月戊子。如工科給事中張文所說：「近日之舉，

朝臣非不明知其不可，曾無一人言者，皆謂陛下銳意欲行，不敢異同耳。」 
35 例如弘治 17 年南京吏部侍郎楊守阯奏稱，南京寶源局額鑄 2,500 餘文，適逢水災，鑄本微少，

請求停鑄，孝宗不准，許減鑄三分之一；至弘治 18 年，距開鑄已近兩年，戶部奏稱各地鑄局

總計鑄造弘治通寶尚不到原額 20%；甚至到正德 2 年，據當時已調陞南京戶部尚書楊守阯，

仍指稱弘治通寶尚未鑄完，具見《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15a-b。黃仁宇認為，

以南京當時錢局派定鑄額，縱使全部完成，也僅相當於 36,657 兩白銀，根本無助於解決銅錢

短缺的問題，見黃仁宇，《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88。 
36 據嘉靖年間戶部尚書梁材奏稱，弘治時期所鑄官錢，大多「斜仄拙劣，殆不成文」，甚至竟以

十四文工本才能鑄成銅錢一文。最後徵用山東私鑄充軍犯人金山，入寶源局教導匠役鑄錢，

才減至每二文工本鑄成一文，見梁材，《梁端肅公奏議》(臺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
卷 9，頁 6b。晚近學者主要認為，明代自宣德後幾近百年未曾鑄錢，局中缺乏優良工匠，而

入局爐匠亦多欠缺經驗，參見 Richard von Glahn, ibid., p.87；黃仁宇，《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

財政與稅收》，頁 88。 
37 濱口福壽，〈隆慶萬曆期の錢法の新展開〉，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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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及何以官錢壅滯的原因？據劉健等人覆稱： 

民間私鑄低錢，聽其行用，本朝通寶乃不得行。……遷對

曰：昨令查正，欲通行，但私錢不禁，則官錢決不能行。

前年鑄弘治錢，曾禁私錢，不二、三日即濫使如故。38 

私錢無法阻遏，不僅由於官方鑄錢未能克服上述種種困難，而政

府對錢價市場干預引致錢市混亂，也是促使私錢問題更趨惡化的

背景。 

如前文提及，孝宗為了提升本朝官錢貨幣地位，當鼓鑄「弘

治通寶」之初，除限定銀一兩兌明代官錢 700 文，歷代舊好錢文

俱以二折一換算行使。然而開鑄之初，官錢鼓鑄並不順利，以致

無法滿足市場流通所需，百姓不得已遂用歷代舊錢納稅，但舊錢

以二折一的規定，無行造成人民的負擔，加上市場錢文兌價差

異，卻又增加奸商操控錢市的機會，以致引發商民交易糾紛的結

果。 

雖 然 正 德 年 間 戶 部 曾 先 後 接 納 右 給 事 中 李 鐸 與 內 監 張 永

(1465-1528)的建議，取消各式錢文兌價差異，而俱以官價每兩

700 文換算。但因官錢與舊錢品質較佳，而市中混行的私鑄新錢

粗劣輕薄，結果反而引發劣幣驅逐良幣的情況。據南京戶部尚書

楊廷和(1459-1529)觀察： 

京師市易，用夾銅錫錢，極薄小，……張司禮永奏禁之，

止許用肉好完者，每銀一兩市錢七百文，其意本以利民也。

一時射利之家，競收舊錢藏之，專用新錢。39 

楊廷和奏中所稱新錢，即民間私鑄新錢。當官方藉由法令抬

                                                 
38 胡我琨，《錢通》，卷 1，頁 16b。 
39 楊廷和，《楊文忠三錄》，卷 3，頁 9b-10a，「視草餘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2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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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錢價值，卻無視市場流通著各式優劣好壞錢文，結果好錢被

囤積，造成低劣私錢充斥泛濫，劣幣驅逐良幣的現象。明代中期

政府對貨幣市場的體認，堅持官方力量扮演主導角色，並深信官

方積極介入市場將有助於穩定市場經濟的看法，結果適得其反，

往往帶來始料不及的副作用。事實上，當官方力量愈介入，政府

對錢市干預愈深，不僅導致市場運作愈趨混亂，而人民也失去對

政府信心，以致錢商得以操控錢市，私錢禁不勝禁的困局。而當

錢市愈亂，私錢愈猖獗，官方介入更趨強烈，遂形成政府與市場

之間的對立競爭狀況。40 

上述情況到嘉靖朝政府並未有多大改變。嘉靖六年(1527)世

宗對地方私錢充斥，官錢、舊錢壅滯不行深以為憂，曾分別向前

後任戶部尚書提出徵詢： 

錢法之壞，由於私鑄者多，官不為禁。朕又聞京師中所用

俱出私鑄，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俱阻格不行。41 

戶部尚書鄒文盛(1459-1536)回奏認為： 

私鑄固所當禁，而制錢鑄積未多，民用有乏，易致騰貴，

宜仿永樂、宣德故事，差官鑄造。42 

而繼任戶部尚書梁材則指出： 

京師用使，大半皆市皮錢。雖舊錢、制錢亦不甚多。近奉

嚴旨禁約，皮錢不許折筭行使，但制錢未布，舊錢數少，

不夠行使。43 

從當時前後任戶部尚書主張，實施官錢增鑄政策，擴大官錢流通

                                                 
40 濱口福壽研究認為，明代地方投機商人與錢商勢力開始廣泛成長，就是出現在弘治末年國家

過度介入貨幣市場後引起混亂的情況下產生。這些商人與私錢流通、私鑄活動構成一種共生

關係，但另方面對地方貨幣市場卻扮演著穩定與調節角色。見濱口福壽，〈隆慶萬曆期の錢法

の新展開〉，頁 79。 
41 《明世宗實錄》，卷 83，頁 1851，嘉靖 6 年 12 月甲辰。 
42 同前註。 
43 梁材，《梁端肅公奏議》，卷 9，頁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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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人民必將願意用優質官錢而拒斥濫惡私錢。世宗遂接納兩人

建議，並在同年正式開鑄「嘉靖通寶」制錢。 

開鑄之初，政府重申私鑄禁令，禁止人民使用低爛破錢等措

施，基本上與以往並無多大差異。44但有鑑於弘治朝錢法失敗的

經驗，嘉靖朝更注意到銅源的籌措，以滿足增鑄錢文政策的推

行。例如增撥船料商稅、蘆課銀兩採辦銅斤以紓緩鑄局經費壓力

45、嚴禁民間銷燬錢文鎔鑄銅像器皿 46、收買民間私錢以充鑄錢

幣材47、諭令商人採買銅料須經申報並統由政府給價收買。48而

嘉靖三十四年 (1555)覆准給事中殷正茂 (1573-1592)奏請在滇省

即山鼓鑄之議，亦反映嘉靖朝開始對雲南銅的關注。49 

在確保銅源政策之外，為了提升人民行使官錢意願與信心，

又進一步將明代開國以來一直維持鼓鑄一錢二分重官錢，增重至

一錢三分50，並將以往鑄錢採用紅銅與黑鉛配鑄成青錢方式，改

以紅銅與白鉛配鑄製成黃錢51，分別鑄出金背、火漆與鏇邊三種

官錢。52從增加錢文重量、變更官錢成色、分鑄各式官錢的方法，

具體反映明世宗革新錢法，挽救私錢泛濫貨幣危機的決心。 

然而，嘉靖朝積極革新錢法的理想，當落實施行之際，仍不

免又再度面臨弘治末年類似的難題。首先，嘉靖年間增加制錢重

量，勢將提高對銅料需求的壓力。事實上，除上述實施限銅令，

收買私錢，採買商銅等治標方案外，卻未見明政府積極開辦銅礦

                                                 
44 《嘉隆新例附萬曆》，卷 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令奏議類，第 467 冊，頁 212-213。 
45 同前註。 
46 孫承澤，《春明夢餘錄》，卷 38，頁 512。 
47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19b。 
48 孫承澤，《春明夢餘錄》，卷 38，頁 514。 
49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23a。 
50 張學顏，《萬曆會計錄》，卷 41，錢法，「沿革事例」，收入《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

政書類，第 53 冊，頁 1306。 
51 關於明代鑄錢銅鉛成份的變化，詳參趙匡華等著，〈明代銅錢化學成分剖析〉，《自然科學史研

究》，1988 年，第 7 卷，第 1 期，頁 54-65。 
52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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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本對策。53既然銅材非來自採礦而由商辦，商辦其價必昂，

鑄本負擔必高，鑄本高其鑄息必然微薄，甚至出現利不抵本，鑄

局逐年虧損的局面。就中央所轄南北兩京為例，即使其分配鑄本

相對外省較多，但自開鑄以來，即因鑄錢得不償失，逐漸發生鑄

錢不足定額的惰鑄現象。54即使雲南本為銅礦產區，但嘉靖三十

四年奏請開鑄後不久，亦因費多利微而奏請停鑄。55至於其他鑄

局，更在慘淡經營情況，延至嘉靖末年，終因鑄錢負擔過大亦相

繼廢罷，最後只剩南京寶源局獨力支撐的局面。 

嘉靖間革新錢法，擴大制錢供應以遏止私錢蔓延的政策既已

大打折扣。同樣，在銅價高昂，本重利微的壓力下，也逐漸喪失

開 鑄 初 期 講 求 鑄 工 精 良 的 精 神 。 例 如 嘉 靖 末 大 學 士 徐 階

(1503-1583)奏稱： 

禁治外連日錢法雖已通，然其僅通十分之五。臣等訪求其

弊源，非民之梗法，乃由寶源局鑄造制錢之不如法有以致

之也。……近年局中所鑄，為科臣建議革去車鏇，止用鑄

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復侵盜銅料，民間因其色雜，其質

輕，其邊剉磨麁糙，遂謂之一條棍。工費輕省，故私鑄由

之興盛。56 

官錢劣質化造成官錢與私錢難辨。在官私與民私相因相乘的情況

下，不僅無法有效抑止私錢的擴張，且將造成人民對國家制錢信

                                                 
53 明政府在開拓銅礦資源政策，始終未有任何積極行動。例如嘉靖 18 年南京吏部司務朱希皐主

張賦稅納銅，鼓勵人民開採銅礦，即遭受中央以事涉紛更理由反對作罷。見徐學聚，《國朝典

彙》，卷 93，錢法。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65 冊，頁 579。 
54 以嘉靖 6 年南北兩京每年額定鑄錢 41,491 貫，至嘉靖 18 年，據戶部奏稱，累計十餘年來，多

達 20 萬餘貫尚未鑄完，幾及額鑄數量的一半。見梁材，，《梁端肅公奏議》，卷 9，頁 10b-11a。 
55 嘉靖 34 年雲南開爐之後，先後以鹽課銀與贓罰銀計 3 萬餘兩為鑄本，額定鑄錢 33,000 餘貫，

但據報止鑄出 28,700 餘貫。嘉靖 37 年雲南巡撫王昺奏請停鑄，世宗仍命如舊鑄錢，延至嘉靖

44 年因鑄本負擔過大，利少費多，終於正式停爐。見《明世宗實錄》，卷 546，頁 8819-8820，

嘉靖 44 年 5 月戊午條；徐學聚，《國朝典彙》，卷 93，錢法，頁 579；《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頁 23b。 
56 徐階，《世經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類，第 79 冊，頁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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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低落。當官方進一步強力干預市場錢價，勢必越益惡化市場

錢流通的混亂狀態。 

先是嘉靖三年(1524)，世宗諭令將錢文區分兩種，洪武等好

錢以 700 文兌銀一兩，形制完好低錢則以 1,400 文兌銀一兩。57但

到嘉靖六年(1527)頒行嘉靖通寶後，又改令市上只准使用好錢，

禁止低錢流通。結果引發地方舖戶關閉錢市抵制情況，政府只好

放寬禁令，容許私錢仍以不同兌價流通。58然而，嘉靖十八年(1539)

又恢復原來好錢與低錢兩種兌價方式，期能重整錢市的混亂局

面。59惟問題尚不僅在於官錢與私錢之間的優劣問題，僅官錢方

面亦出現輕重之別。由於嘉靖通寶重一錢三分，洪武等舊錢只重

一錢或一錢二分，幣制輕重互異，因此嘉靖三十三年(1554)政府

又修正兌價，下令嘉靖錢以七文准一分，洪武等錢與前代雜錢，

上品者俱如嘉靖錢兌價，其餘視錢之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

或二十一文准銀一分，濫惡私錢俱行禁革。 

對於政府政令反覆多變，過度干預市場的作法，有識之士深

以為憂。嘉靖末年楊繼盛(1516-1555)曾致書座師徐階，在信中認

為： 

夫錢法之行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不用，若

有神以使之。雖市人亦不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

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不分等類，不問大小，俱

責令折算通行，其價數之多寡，任從民便，官府不得而與

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便矣。60 

                                                 
57 胡我琨，《錢通》，卷 1，頁 16a-b。 
58 據北京巡城御史閻隣的觀察：「爾來京師之錢，輕裂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

甚則不用銅而用鉛鐵，不以鑄而以剪裁，……嘉靖八年嘗申禁例，而奸黨私相結約，各閉錢

市，以致物貨翔踴，其禁遂弛」。由此可知嘉靖中期私錢的嚴重情況，見《欽定續文獻通考》，

卷 11，錢幣考，頁 22b。 
59 梁材，《梁端肅公奏議》，卷 9，頁 6b。 
60 楊繼盛，《楊忠愍集》，卷 2，頁 26a，「上徐少湖(徐階)翁師救荒愚見」，收入《文淵閣四庫

全書》，集部，別集類，第 127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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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 慶 年 間 大 學 士 高 拱 (1512-1578)在 回 憶 嘉 靖 朝 貨 幣 政 策 的 缺

失，亦曾提出以下的看法： 

小民日求升合，覓數錢以度朝夕，必是錢法有一定之說，

乃可彼此通行。而乃旦更暮改，迄無定議，小民見得如此，

恐今日得錢，而明日不用，將必至於餓死。是以愈變更愈

紛亂，愈禁約愈驚惶。61 

嘉靖年間錢法改革，固然體現政府整飭私錢的立場，積極確

立國家錢法的理想。惟政府既無法克服固有困難，卻又過度堅持

政府的能力，以致市場混亂。隨著官錢品質惡化，錢價波動激烈，

人民寧願選擇成色穩定的白銀作為交易媒介。 

論者指出，弘治到嘉靖年間社會由用錢到用銀的轉換過程，

並非如過往大陸學者所指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事實上，從明

中葉錢法的瓦解與政府推行貨幣政策的失敗後，顯示出錢經濟陷

入混亂，貨幣市場自我調整而改用白銀的選擇。62當晚明學者批

評明代民間與政府率皆重銀輕錢的現象，其背景看來與嘉靖年間

錢法崩壞有密切關連性。 

隆慶至萬曆初年，吸收政府過度介入錢貨市場所引發混亂的

經驗，隆、萬兩朝政府錢法的推行，轉向順應民情，注重市場力

量的立場。63惟萬曆初年即使試圖整頓政府貨幣體制，卻依舊受

限於銅斤匱乏，鑄局經費拮据，地方鑄局同樣不到數年即旋設旋

罷(見下【表 3】)，至於官錢品質並未改善64，皇室貴冑私鑄無法

                                                 
61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之 2，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別集類，第 108 冊，頁 35。 
62 如日本學者足立啟二研究指出，嘉靖年間白銀流通局面日益擴大，與當時市場錢法混亂有密

切關係。見足立啟二，〈明清時代における錢經濟の發展〉，頁 389-412。 
63 濱口福壽，〈隆慶萬曆期の錢法の新展開〉，頁 81。 
64 萬曆初年給事中周良寅有關隆慶朝官錢品質奏云：「鑄工一興，弊端百出，錢糧經手，動輒侵

漁。吏皂垂涎以需索，匠役染指而營私。造作既不如法，則美惡必至低昂，隆慶通寶之不行，

大率坐此」，見《萬曆疏鈔》，卷 27，錢鹽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令奏議類，第

469 冊，頁 164-166；至於萬曆 8 年工科給事中萬象春對本朝所鑄官錢亦稱「官錢濫惡，私錢

混雜」，見《明神宗實錄》，卷 98，頁 1961-1962，萬曆 8 年 4 月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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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管65，則朝廷整飭錢法，最終不過紙上空言。 

【表 3】萬曆初年各省鑄局開設情形表 

布  政  司  請鑄時間 閉局時間  鑄  局  資料來源  

南、北直隸  萬曆 4 年   工部寶源局  《明神宗實錄》，卷 49，萬曆 4 年 4 月己卯。  

雲 南  萬曆 4 年  萬曆 8 年   《明神宗實錄》，卷 48，萬曆 4 年 3 月己亥。  

江 西  萬曆 5 年  萬曆 10 年   《明神宗實錄》，卷 59，萬曆 5 年 2 月戊辰。  

福 建 萬曆 5 年 萬曆 10 年  《明神宗實錄》，卷 66 ，萬曆 5 年閏 8 月辛卯。 

山 西  萬曆 5 年  萬曆 10 年  太原、平陽、潞州 《明神宗實錄》，卷 69，萬曆 5 年 11 月甲戍。

陜 西  萬曆 5 年  萬曆 11 年   《明神宗實錄》，卷 137，萬曆 11 年 5 月壬申。

湖 廣  萬曆 9 年  萬曆 10 年  武昌、荊州、衡州 《萬曆會計錄》，卷 41，頁 1311。  

廣 東  萬曆 6 年  萬曆 8 年   
《廣東通志》，卷 25，鹽法錢法附，收入《文淵

閣四庫全書》，史部，地理類。  

浙 江  
萬 曆 13

年  

 
 

《浙江通志》，卷 87，錢法，收入《文淵閣四庫

全書》，史部，地理類。  

至萬曆中葉以後，隨著明政府內外戰役相繼頻仍，戰費龐

大，財政告竭，鑄錢取息之議甚囂塵上。弘、嘉以來革新錢法的

理想早已蕩然無存。終明之世，錢制敗壞，私錢問題愈趨惡化。

66 

                                                 
65 萬曆初年皇室私鑄，據查獲有萬曆 8 年靖江王府奉國中尉，9 年曲江王府鎮國將軍兩人。參《明

神宗實錄》，卷 98，頁 1959，萬曆 8 年 4 月甲戍。 
66 彭信威的研究即指出，萬曆以前錢價波動，主要在私鑄，或官錢因私錢排擠而流通不順利，

但萬曆以後隨著對外戰爭的發生，明政府鑄錢制度才真正趨於崩壞局面。見彭信威，《中國貨

幣史》，頁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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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明末清初鑄錢取利與私錢的泛濫 

自萬曆中葉後，歷經天啟、崇禎，至清代順治各朝，明清兩

代政府鑄錢，莫不藉由鼓鑄攫取鑄息為主要目的。期間特色，主

要反映在廣設鑄局，廣求鑄息，地方鑄局則各自為政，官鑄私錢，

中央無力控管，亦無法可管。 

萬曆二十年代後國家錢法敗壞的程度，主要伴隨著政府財政

惡化而日趨嚴重。寧夏之役(1592)、朝鮮之役(1592-1598)、平播

之役(1599-1600)，加上多年來對北邊蒙古侵邊的增兵增餉，二宮

三殿災後重建經費等，萬曆二十年代後政府廣開鑄局，力求鑄息

政策即在此財政壓力下展開。江寧士人顧起元(1565-1628)在憶述

萬曆二十八、九年(1600-1601)間南京廣設鑄局所引發後遺症時指

出： 

庚子、辛丑間，又別造大廠，與寶源局並行鼓鑄，增多至

百二十餘爐，於是戶部與操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

爐鞴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行錢止於都城之

內，久則錢益多，而其直反賤。……於是乃減所增鑄爐，

斥停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眾矣。……身既不隸於

官，而無所牟利，則往往私鑄以市，而其錢頗與官鑄者埒，

且又減其直，以讎於市之貿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

法禁之，小民以死抵突不可止。67 

然而，更嚴重的問題是，由於朝廷廣求鑄息以挹注財政，進

而以鑄息多寡為官員考成依據，遂促使鑄錢機構剋扣鑄本以獲取

更高利潤，因而偷漏銅料，多攙鉛錫，輕減斤兩，官錢既濫，私

錢得以有機可趁。萬曆末年南京工部給事中喻致知曾經描述當時

                                                 
67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 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0 冊，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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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錢難禁與官錢惡質化之間的相關性： 

我皇上二十九年增設府庫錢廠，三十年又增設織染所錢

廠，以佐國家之急。至三十九年私鑄盛行，官鑄幾廢，稍

稍以三尺繩之，而擔夫牧豎怨之如讎。……惟官錢不精好，

故私鑄得以攙和，惟私鑄可攙和，故官錢日苦壅滯。茍官

錢之等分銖兩，與私錢有辨，彼盜鑄之家見費工本已多，

必謂鑄者無利。68 

進入三十年代後，隨著遼東情勢緊張，戰費支出壓力增大，擴爐

取息，已成為晚明政府錢法的重要方針。其中，御史王萬祚一篇

奏疏即具體代表當時中央至地方追求鑄息的想法： 

鑄愈多，而餘利愈無窮，……可以佐常平賑濟之用。見今

九邊無糧餉，取此有餘，灌輸于彼，如前年遼左故事，何

為不可。69 

因應鑄錢取息以補國用，鑄錢機構遂與掌管國家財政的戶部

緊密聯繫起來。天啟二年(1622)設置戶部「寶泉局」的構想，即

在 此 客 觀 條 件 下 實 施 。 天 啟 四 年 (1624)戶 部 右 侍 郎 陳 于 廷 (？

-1634)在其編纂《寶泉新牘》一書序言中寫道： 

司農之有圜法，新局也。起曹舊有局以佐經費，曰寶源，

司農不得越而問焉。自東西交訌，內外府並絀，議者以圜

法佐軍興，制曰：可，爰命卿貳董其事。別之曰：寶泉。70 

孫承澤(1592-1676)在《春明夢餘錄》中有關工部寶源局的描述： 

寶源局……，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所屬有寶源局大使。

                                                 
68 董其昌輯，《神廟留中奏疏彙要》，戶部，卷 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令奏

議類，第 470 冊，頁 394-396。  
69 胡我琨，《錢通》，卷 2，頁 26a，王萬祚疏。 
70 陳于廷，《寶泉新牘》(天啟四年刊本)，序，「題寶泉新牘」，收入北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組編輯，

《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史部，政書類，頁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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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初鼓鑄之事，惟屬工部，至天啟二年，始增寶泉局，其

政屬戶部，而工部之所鑄微矣。71 

由此可知，自戶部寶泉局設置以後，由於其在國家財政收入上扮

演重要角色，其組織與年鑄額逐年擴張，地位遂取代明初以來工

部寶源局的鑄錢機能。72 

在廣設鑄局的前題下，天啟朝除重申限銅令，收購廢銅、收

買小錢，同時革新銅政，將以往直接向商人收買銅材的「召商買

銅」政策，改由官發銅本，委商赴產銅區採辦銅斤的「委商辦銅」

政策73，試圖掌握更大的銅源。惟不到數年間，即出現商人領銀

後無法如期辦回銅斤，日久積壓拖欠，委商辦銅流弊又層出不

窮。74最後官方在得不償失情況下，至天啟末年又廢除委商辦銅

制度，另設銅務監督，實行「專官辦銅」政策。75 

銅材籌措的困難，不僅使天啟、崇禎年間各省鑄局營運周期

相當短暫76，更遑論達到額定的鑄息。結果地方鑄局只顧考成，

藉由剋減銅斤以攫利潤。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游鳳翔即指出： 

鑄局官爐私鑄，剋扣斤兩，鑄錢不精，原定銅七鉛三，竟

至銅鉛對配，更偷斤兩，每千只重五斤四兩。77 

                                                 
71 《春明夢餘錄》，卷 47，工部二，「寶源局」，頁 777。 
72 如天啟 6 年工部尚書崔呈秀奏稱當時工部寶源局鼓鑄錢文只有 36 爐，尚不及戶部三分之一。

見《明熹宗實錄》，卷 76，頁 3675-3676，天啟 6 年 9 月丁丑。 
73 委商辦銅方案始見於萬曆 43 年刑科給事中姜性的建議，並獲得戶部方面的支持。惟當時工部

給事中顧子歸則主張差官買銅，因此兩案尚未定議。見《明神宗實錄》，卷 540，頁 10267-268，

萬曆 43 年 2 月壬子；卷 547，頁 10372，萬曆 44 年 7 月乙未；《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

幣考，頁 46a-47a。 
74 如南京工部尚書董可威所言即為一例，據稱商人史汝臨領銅價銀 45,000 兩，多年來並未辦到

任何銅斤，而戶部亦言商人領銀買銅，侵欺者多，俱反映出委商辦銅政策的缺失。見《明熹

宗實錄》，卷 70，頁 3255-3256，天啟 6 年 4 月甲申；卷 77，頁 3675，天啟 6 年 10 月丁丑。 
75 《崇禎長編》，卷 2，頁 13-16，天啟 7 年 9 月戊辰。 
76 天啟天間，據侯恂指稱：「各省直藩司開爐鼓鑄，每年坐定鑄息八十二萬兩，徒存虛額，無一

踐者，諸局爐亦相繼報罷」，見侯恂，〈鼓鑄事宜〉，頁 513，而崇禎初江西監察御史饒京指出：

「鑄錢開局，本通行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見《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

考，頁 59b。 
77 《明熹宗實錄》，卷 38，頁 1985-1988，天啟 3 年 9 月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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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啟年間制錢重一錢三分，每串應八斤有餘，在各局追求鑄息

的情況下，制錢竟減重至 30%以上。此情形以湖廣地區尤為嚴重： 

楚省布政司頒發天啟新錢，大都銅止二三、鉛砂七八，其

脆薄則擲地可碎也，其輕小則百文不盈寸也。胥役不欲領，

市井不得行，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弊端在鼓鑄之時，

官不加嚴，任憑爐頭恣意插和，私雜鉛砂，則銅價強半潤

私囊，竊去銅料，盜鑄私錢，插入官錢混發，則餘利又盡

數飽奸壑。78 

晚明市場惡錢充斥，私錢猖厥的趨勢。崇禎帝即位之初，為

了遏止官爐偷減斤兩的情況，特命中央戶、工兩部所鑄制錢，須

於錢背鐫刻局名，以明責任歸屬。79然而，在地方鑄局各自為政，

鑄錢輕重不一，中央根本無法確立一元化的管理與監核體制，藉

此有效約束鑄局的官錢品質。80明末陳子龍(1608-1647)在崇禎九

年(1636)撰寫的一道策論所言： 

問錢何以不行？司寶源者，銅既減價而錢必取盈，則勢必

雜以砂石。官鑄濫惡，與私同狀，則私錢日多，而官錢何

以得行。81 

又據江南《溧水縣志》記云： 

                                                 
78 《崇禎長編》，卷 14，頁 790-792，崇禎元年 10 月。 
79 陳于廷，《寶泉新牘》，卷之 2，頁 912。 
80 據彭信威研究指出，天啟、崇禎年間官錢之複雜，可從目前留下錢文各式板面得到印證。如

天啟年間，其中紀局名地名的有戶、工、京、浙、福、云、密、鎮、府、院、新等，紀重的

有壹錢、一錢、一ㄌ、一錢一分、一錢二分、新一錢一分等，而崇禎朝的情況更紛亂，文字、

製作、大小、厚薄，千變萬化，其中紀局名的有戶、工、新、臼(舊)、戶臼、兵(南京兵部)、
江(南京操江)等；紀地名的有廣、青、貴、嘉、加(嘉州)、泸(瀘州)、忠、應(應天府)、榆(榆
林衛)、重(重慶)等；紀天干的有甲、乙、丙、丁、戊、己、庚等；紀重的有重一ㄌ(重指重慶)、
臼一ㄌ、一ㄌ、乙ㄌ等。此外還有奉制、奉旨、太平、新錢、ㄌ、八ㄌ、清忠、制、府、官、

局、共、捌、季、部、行、道、旨、寧、八等。繁雜的錢文，不僅反映地方鑄錢漫無規制可

言，更重要是中央已無法掌控地方鑄錢的情況。見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 643。 
81 陳子龍，《安雅堂稿》(臺北市，偉文圖書公司，據北平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影印，1977 年)，

卷 10，頁 17a，策，「澄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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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崇禎間，南戶、工二部廣開場局，以圖錢息。督鑄

者與奸商為表裡，於是錢有四等，一為樣錢，以呈堂官科

道，肉好重大皆如式，而各官俸錢次之，發民間行使又次

之，最下為賞錢，所以給諸工役者，薄小輕脆，與私鑄無

異。而諸工又各夾帶私銅，即局鑄之，時有官鑄私錢之謠。

故贗錢得混雜以為奸，鑄多而行益滯。82 

而馮夢龍(1574-1646)對崇禎年間錢法盡壞於官爐亦給予嚴厲指

斥： 

崇禎錢出，而司鑄者未暇急公，先謀潤槖，扣銅價，徵樣

錢，勒羨餘，於是攙和鉛石，擲地即碎，體製薄小，百不

盈握，官鑄與私鑄，工拙不相遠，故私錢益多。83 

顧炎武(1613-1682)甚至直指啟、禎年間中央戶、工兩鑄局為官錢

奸蠹之窟： 

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檳

古錢不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惡，旋鑄旋銷。寶源、寶泉

二局，只為奸蠹之窟。84 

清初士人傅維麟(？-1666)在其編撰的《明書‧食貨志》一文中亦

記述： 

崇禎中，內帑大竭，命各鎮有兵馬處，皆開爐鼓鑄以資軍

餉。而錢式不一，盜鑄孔繁，……有煞兒、大眼賊、短命

官諸號。85 

                                                 
82 《溧水縣志》(康熙 15 年刊本)，卷之 4，頁 3b，「政事志‧錢法」。 
83 馮夢龍，《甲申紀事》，卷 12，頁 1b，「錢法議」。 
84 顧炎武，《日知錄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 年)，上冊，卷 11，頁 511，「錢法之

變」。 
85 傅維麟，《明書》，卷 81，頁 8a，食貨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別史類，第 3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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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各人的描述，晚明啟、禎年間私錢問題，不僅由於

民間私鑄猖獗，更主要問題是出自官方制錢之惡質粗劣，最後導

致國家錢法的敗壞。86誠如談遷所言： 

蓋私鑄不難禁，而以官鑄濟其私。87 

清代錢法制度主要依循明代舊規，中央戶部設寶泉局，工部

設寶源局，地方各省依情況於省城、府城或邊鎮設置錢局以佐國

用。從順治年間地方鑄局分佈，其中邊鎮或軍事地區設局數量最

多，幾佔所有鑄局半數以上。88清楚反映當時國內軍事活動持續

進行，朝廷無法擺脫晚明鑄錢取息以佐軍需的鼓鑄政策。89 

至於清初政府無法擺脫的另一困擾，就是前朝留下數量龐大

的劣質官私銅錢，以及地方上禁而不息的私鑄活動。清代國史館

編寫『史館檔‧食貨志』中關於國初錢法情況有如下記述： 

時天下初定，草竊未靖，偽錢相擾。其際奸民乘便盜鑄，

且或襍制前代舊錢，迺下令禁戢，而各處所制之錢，日益

以多。90 

有鑑於此，順治初年除屢次下令禁革舊錢，並將私鑄法令從明代

首犯絞決提升為斬決，並加強官局爐匠夾帶私鑄行政處分外91，

並試圖多次加重制錢重量，提高制錢品質，期以達到良幣驅逐劣

幣效果(見【表 4】)。但事與願違，即使有效管控中央鑄局的官

                                                 
86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

所，1994 年)，頁 57-58。 
87 談遷，《國榷》，卷 93，頁 5630。 
88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頁 51-52，表 2-1-2。此表根據《清

朝文獻通考》所載清初順治年間中央與地方鑄局的興廢時間整理而成，從中具體顯示出順治

年間地方鑄局大部份集中於邊鎮或重要軍要地區的特色。 
89 劉翠溶，《順治康熙年間的財政平衡問題》(臺北，嘉新水泥公司文化基金會出版，1969 年)，

頁 128；韋慶遠，〈順治朝鑄錢及其存在的問題〉，收入氏著，《明清史新析》(北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5 年)，頁 322-324；足立啟二，〈清代前期における國家と錢〉，《東洋史研究》，

第 49 卷，第 4 號，676。 
90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史館檔』，食貨志，卷 10，「錢法」。 
91 各禁令內容俱詳見於《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 19，「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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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品質，卻對地方鑄務無法發揮整治與管理的效能。順治十四年

(1657)，清世祖一道諭旨中提到： 

鼓鑄之法，原以裕國便民。今在京寶泉局外，各省開爐太

多，鑄錢不精，以致姦民乘機盜鑄。錢愈多愈賤，私錢公

行，官錢壅滯，官民兩受其病。欲使錢法無弊，再四思維，

莫若鼓鑄歸一，各省鑄爐當一概停止。92 

是年清政府不僅將原重一錢二分五釐官錢，再加重至一錢四分，

並在錢背加刻滿文，以區別市場流通的官私舊錢93；並進一步下

令除戶、工兩部鑄局外，盡行裁撤地方鑄局，務求將鑄務行政劃

歸中央統一掌控。94 

【表 4】明清兩代制錢重量成色變化表  

年  份 制錢重量 銅鉛比例 資 料 來 源 

洪武元年(1368) 0.1 兩  銅 80%、黑鉛 15%、錫 5% 趙匡華等著，〈明代銅錢化學成分剖析〉，《自

然科學史研究》，頁 54-65。 
4 年(1371) 0.12 兩    

嘉靖 6 年(1527) 0.13 兩  銅 80%、白鉛 20%(二火黃銅)

銅 70%、白鉛 30%(四火黃銅)

同上 

萬曆 4 年(1576)  銅 70%、白鉛 30% 同上 
天啟 4 年(1624)  銅 60%、白鉛 40% 寶泉新牘，卷之 2，頁 904。 
崇禎 3 年(1630) 0.1(北京) 

0.08(南京) 
銅 57%、鉛 43%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 11，錢幣考；孫承

澤，《春明夢餘錄》，卷 38。 
順治元年(1644) 0.1 兩  銅七鉛三 《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 19 

2 年(1645) 0.12 兩   同上 

8 年(1651) 0.125 兩   同上 
14 年(1657) 0.14 兩   同上 

康熙 23 年(1683) 0.1 兩  銅六鉛四 同上 
41 年(1701) 0.14 兩   同上 

雍正 5 年(1727)  銅五鉛五 《大清會典》(雍正朝) 
12 年(1734) 0.12 兩   『史館檔』，食貨志‧錢法，「京局鼓鑄」 

乾隆 5 年(1740)  *銅鉛錫配鑄 《欽定大清會典則例》(乾隆朝) 
11 年(1746) **0.08 兩   『史館檔』，食貨志‧錢法，「省局鼓鑄」 

說明：* 乾隆 5 年經浙江布政使張若震奏准改行青錢，議銅鉛錫配鑄，其比例為紅銅 50%，

白鉛 41.5%，黑鉛 6.5%，點錫 2%。 
**乾隆 11 年鑄八分小錢試行於湖北，但因成效不彰並引發民間私鑄問題，於次年即行

停鑄。 

                                                 
92 《清世祖實錄》，卷 110，頁 875，順治 14 年 9 月己巳。 
93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31，戶部，「錢法」，頁 1434-1435。 
94 《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 19，「錢法」，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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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順治十七年(1660)朝廷又再度恢復各省鼓鑄，但不同於

以往，此次復鑄中央對地方鑄局明確定立鑄錢奏銷程序，包括鑄

本、鑄錢量、鑄息、錢息用途等，要求地方向戶部奏核報銷，從

而建立戶部對地方鑄務行政的管控力量。95對市場錢價的態度，

清政府一反明代過度介入錢市的政策，除順治二年(1645)定新鑄

制錢每七文准銀一分，舊錢十四文准銀一分外，順治四年(1647)

考慮民間寧用低價私錢而拒斥貴價官錢，勢又導致低薄私錢有機

可乘，乃更定官錢每十文准一分，永著為例，成為有清一代官方

銀錢比價的法定準則。96  

然而，順治年間為應付國內抗清力量的軍事行動，鑄錢取息

以挹補財政的貨幣政策依然為朝廷鑄錢方向，因此順治朝在錢法

整頓，重建官錢成效並不顯著。江南士人葉夢珠所言： 

順治通寶初頒，官實每千准銀一兩。然當錢法敝極之後，

奉行甚難。……積輕之勢使然耳。97 

但順治朝整飭錢法理念，至康熙繼位後依然貫徹實施。除重

申禁革廢錢、舊錢，維持鼓鑄一錢四分重官錢外，在准許地方設

局鼓鑄也較順治朝慎重而堅決。98透過《清朝文獻通考》以及清

國史館『食貨志‧錢法』等檔案史料記載可知，康熙初年全國鑄

局包括戶、工兩部，地方僅有江蘇與雲南共四處，雖然在康熙六

年(1667)政府因應財政需要又擴大全國鑄局數量，但到康熙九年

(1670)，在大學士徐乾學(1631-1694)建議下，又陸續將地方鑄局

裁撤。99直到康熙二十三年(1684)清廷解除海禁前，全國錢局連

                                                 
95 韋慶遠，〈順治朝鑄錢及其存在的問題〉，頁 327。 
96 《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 19，「錢法」，頁 503。 
97 葉夢珠，《閱世編》，卷 7，頁 171。 
98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頁 59。 
99 據奏云：「錢法之弊，起於廣爐。自明末至今五十年來，爐座日繁，鼓煽未歇，日進之利，歸

之爐頭局官，而錢品愈雜」。見徐乾學，《憺園文集》，卷 36，頁 2a，雜著，「題舅氏亭林先生

錢糧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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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央戶、工兩局，數量並未超過五個範圍。 

錢局數量控制得當與否，不僅有效維持官錢的品質，同時對

銅材供應相對匱乏的年代中，也使幣材得到有效分配。但更重要

是，康熙初年確立以中央戶、工兩大鑄局為首，地方鑄局為輔的

垂直管控鑄錢體制，改變晚明至順治朝以來地方鑄局各自為政，

朝廷難於約束的紛亂局面。而伴隨著康熙初年整頓錢法的努力，

民間對官錢的信心亦逐漸恢復，市場錢價漸見回穩，私錢猖獗的

嚴重性亦轉趨舒緩。100 

                                                 
100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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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清初康、雍年間錢貴的發展與私錢問題 

康熙二十三年 (1684)，清廷正式解除長約半個世紀的海禁

令。海禁令的解除，不僅標誌著清代政府正式確立統一全國的政

治意涵，也意味著清初長年戰爭的結束。早在康熙十九、二十年

間(1680-1681)，隨著三藩之亂大致底定之際，國內政局漸次寧

息，工商業日趨復甦，帶動市場對銅錢需求擴張，市場錢價亦漸

見逐步攀升的態勢。101 

康熙二十年代後，錢貴現象日益顯著，終於迫使官方不得不

正視錢貴所引發的新問題。當時清政府採取了兩個錢法修正對

策：一、康熙二十三年聖祖採取戶部侍郎陳廷敬(1639-1710)更改

錢式建議，將制錢從順治以來重一錢四分改輕至一錢重102；二、

康熙二十四年(1685)，接納大學士徐乾學的主張，弛前代舊錢之

禁。103至此，清初以來對民間攙和舊錢之禁，官員失於察覺等行

政處分悉予罷除。104終康熙之世，未見朝廷重申禁行舊錢之令，

直到乾隆中期實施大規模查禁小錢行動展開以後，對古舊錢文是

否應一體查禁的討論，才又再度被提上議程來。 

康熙朝上述所提出的兩項錢法修正方案，弛民間舊錢禁令適

時對國內制錢供不應求情況得到一定的紓解效果，但制錢減重政

策卻引發民間私錢活動的再度滋長。雖然康熙二十年代以後全國

各地鑄局數量，仍控制在四至七個之間，但由於銅材配置以中央

戶、工兩局為優先的原則下，無論關差辦銅，抑或採辦洋銅，皆

悉數盡供中央之用。因而地方鑄局只能透過收買民間廢銅，回收

私錢鎔銅以充鼓鑄，卻又經常受限於銅材不足，以致發生鑄錢不

                                                 
101 葉夢珠，《閱世編》，卷 7，頁 170。 
102 陳廷敬，《午廷文編》，卷 30，頁 8-10，「制錢銷燬滋弊疏」。 
103 《康熙起居注》(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頁 1326，康熙 24 年 5 月初 2 日辛酉。 
104 據《清朝文獻通考》記云：「前代舊錢廢錢，凡民間攙和行使，及各官失察，向俱有例禁。至

是特寬其禁」。見卷 14，錢幣二，考 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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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定斤兩的情況。例如當時臺灣府寶臺局所鑄錢文，每串俱不

足部頒六斤四兩法定重量105，而廣東、湖北、湖南諸省所鑄錢文，

率皆銅少鉛多，式樣輕小106，至於康熙三十五年(1696)因應聖祖

南巡增設的浙江省寶浙局，到三十八年(1699)聖祖南巡時亦發現

該局鑄務種種弊端。107  

康熙三十六年(1697)，聖祖決心再次整頓全國錢法，除下令

將湖廣等輕薄官錢，照小錢例限內一年給價收買，送官銷燬108；

次年又陸續將廣東寶廣局、湖北寶昌局、浙江寶浙局、以及湖南

寶南局予以裁撤。至康熙四十一年(1702)，僅保留中央戶、工兩

鑄局。109終康熙朝之世，同樣未再有任何重開地方錢局的鑄錢記

錄；此外，為了避免輕質官錢流通，私錢得以攙和，同年又更定

錢式，恢復順治十四年所定錢式，鑄行一錢四分重制錢。110 

然而，控制地方鑄局數量雖有效加強官錢品質，但另方面卻

造成地方市場錢文流通不足的隱憂。當市場商業活動擴張逐漸增

加銅錢需求之際，官方卻不能適時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其結果勢

將造成私錢蔓延的問題。此一情況在康熙四十年代逐漸顯現，其

衝擊範圍對廣泛使用銅錢的直隸、山東、河南等華北諸省尤甚。

例如康熙四十四年(1705)聖祖諭戶部時指出： 

江南不用小錢，惟江北行使，皆由山東多私鑄之故。糧船

及龍衣船載來北地者甚多。朕已諭織造嚴加察緝。111 

                                                 
105 按康熙 23 年制錢法定重一錢，一串千錢，該重六斤四兩，而寶臺局所鑄錢文每串皆不及六斤。

參見連橫，《臺灣通史》，卷 9，「度支志」，頁 207。 
106 廣東情況見《清高宗實錄》，卷 232，頁 3-7，乾隆 10 年正月辛巳；湖南、湖北情況見《清朝

文獻通考》，卷 14，錢幣二，考 4975。 
107 國立故宮博物館藏，『起居注冊』，康熙 38 年 12 月 13 日丁丑。 
108 『史館檔』，食貨志，卷 10，「錢法」。 
109 各局裁撤時間，康熙 37 年裁寶廣局，38 年停寶昌局、寶浙局，39 年停寶南局。又寶廣局雖

於康熙 38 年再度開爐，但至 41 年復又裁撤。詳見『史館檔』，食貨志，卷 10。 
110 『起居注冊』，康熙 41 年 10 月 13 日；《皇朝掌故彙編》，內編，卷 19，錢法，頁 508。 
111 王利器編，《李士禎、李煦父子年譜》，頁 307，收入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臺

北，文海出版社，1985 年)，第 3 編，第 4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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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理寺卿塔進泰的奏摺則言及湖廣地區私錢流入京城的情況： 

湖北現用私錢，價值甚賤。奸徒射利，潛於襄陽、漢口收

買私錢，運載糧艘至京城各處販賣，以致流布四方。112 

由於京城錢價較外省高昂，外省私錢匪犯利用地域價差，將

低價私錢載往價貴北方，從中謀利。康熙三、四十年代，朝廷試

圖整治私錢與輕薄制錢，並曾多次破獲私鑄案件(見文後【附表

4】)，但成效顯然並不理想。其原因主要在於銅錢不足，市場錢

價攀升的情況下，反而成為紓緩錢荒壓力的必要之惡。甚至聖祖

最後對私錢與官鑄小錢的查禁，也採取放鬆的立場。康熙帝當時

即曾諭稱： 

錢價賤者，皆私錢多之故也。果欲力禁私錢，何難之有。

明代尚能行紙鈔，豈有不能禁私錢之理，但與其嚴行禁止，

毋甯和平處置。113 

上述聖祖立場的轉變，又可從回收輕薄舊制錢期限一再展延得到

證明。當康熙四十一年改鑄一錢四分重大制錢之初，曾下令大小

制錢暫時兼用，三年限內將小制錢陸續收回銷燬。114但當期限已

滿，卻因新鑄大制錢仍不敷市場所需，經戶部奏准，又再度將限

期延後五年實施。115到康熙四十九年(1710)第二階段期限滿日是

否落實銷燬小制錢的政策？目前史料中並未見有相關進一步記

錄。但在康熙五十三年(1714)聖祖向大學士所發的一道諭旨，即

透露政策最終並未執行。諭曰： 

朕理事年久，洞悉錢法。錢價隨時不同，……今大小兼用，

於民甚便，錢法流行，無如我朝，南至雲南、貴州，北至

                                                 
112 《清聖祖實錄》，卷 233，頁 331，康熙 47 年 5 月乙酉。 
113 『史館檔』，景方昶纂輯，食貨志七，錢法，禁私鑄二。 
114 『史館檔』，食貨志，卷 10，「錢法」。 
115 『史館檔』，食貨志七，錢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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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皆用制錢，從古所未有。禁小錢甚易，但於民無益

耳。116 

由此可見，當康熙四十年代後停罷各省鑄錢，獨留中央戶、工兩

局鑄錢，在大制錢供應不足，小制錢勢必在民間商貿活動上仍舊

扮演重要交易手段。隨著康熙五十年代後市場錢價開始攀升，有

關執行銷燬小制錢的政令也隨之沈靜下來。康熙四、五十年代中

央對私錢、小錢態度的變化，除揭示清代進入十八世紀錢供不足

以致錢價轉昂的情況，也反映清廷官方的處置立場。至雍正帝登

基伊始，朝廷又進一步正式確認，除新鑄雍正通寶外，康熙大小

制錢俱可兼行使用。117 

同樣的情況，康熙三十六年嚴令湖北、湖南兩省官員須將薄

劣官錢收買銷燬，但自兩省相繼停爐後，市場零星日用只能憑藉

既有小制錢或私錢，回收官錢的行動遂一再延展，甚至到康熙四

十七年 (1708)，仍見到官員奏請兩局小制錢展限五年銷燬的建

議。118事實上，就相關資料顯示，湖廣地區銷燬小制錢的命令根

本從未施行，直到乾隆年間，地方官員在描述當地市場流通的各

式錢文時，此種錢文依然被廣泛使用著。119 

進入雍正朝以後，錢貴現象日趨擴大，私錢問題所衝擊的省

份已不僅限於華北一帶，民間私鑄與私銷活動深切的困擾著雍正

朝政府。例如雍正四年(1726)一道諭旨提到： 

制錢乃日用之所必需，務使充足流通，始便民間之用。國

家開局，年年鼓鑄，而京師錢文不見加增，外省地方亦未

流布，是必有銷燬制錢，製造器皿，以致錢文短少，錢價

                                                 
116 『史館檔』，景方昶纂輯，食貨志七，錢法，禁私鑄二。 
117 《清朝文獻通考》，卷 15，錢幣三，考 4981。 
118 湖北情況見《清聖祖實錄》，卷 233，頁 331，康熙 47 年 5 月乙酉；湖南方面的處理見《大清

會典》(雍正朝)，卷 48，戶部，頁 6a。 
119 晏斯盛，「開銅源節銅流疏」，收入《清經世文編》，卷 53，戶政二八，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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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昂，其中情弊顯然。120 

在錢不足而錢貴的時代中，相對於世宗一再諭令地方督撫嚴

令查覈與取締私銷行為，但對地方私錢的態度則採取寬容立場。

面對地方流通各式雜小錢文，地方督撫經常透過奏摺議請朝廷諭

准實施嚴禁手段，但大多均遭受世宗駁斥。從世宗所發佈的諭

旨，或對地方官員奏摺的硃批，可以清楚了解到清政府自康熙晚

年對私錢的寬容立場，延續至雍正朝越加清晰。例如雍正三年

(1725)自廣西調任福建漳州總兵高世定，奏請查禁省內流通的鵝

眼私錢，桂字小錢以及前明舊錢，但世宗卻在摺末批示：「此無

益更張之事，與民不便」。121而雍正四年(1726)對山西巡撫伊都立

(？-1753)奏請收禁地方私錢，並對收買不力地方官員嚴定處分之

建議，雖經戶部議准。但世宗的看法卻有不同，諭曰： 

如此定例，則地方官自顧考成，必至奉行嚴迫，生事擾民。

聞向來晉省民間所用多係小錢，只應設法漸次收禁，若通

令將小錢收買，而大錢又未議及如何行布，民間日用未便。

122 

同樣，雍正八年(1730)當江蘇吳江縣破獲周寧書私鑄案，江蘇巡

撫尹繼善(1694-1771)奏請嚴禁私鑄，並查收地方私錢，已遏止地

方私錢蔓延之風，世宗隨之在摺中批示： 

非也，制錢不敷，豈有令民不用錢之理，不得已使然耳，

直省皆然。私錢之禁與否，必覺制錢之敷用不敷用為果。

至制錢敷用，亦必官價收買私錢，一面禁用，方可舉行，

不然徒滋紛擾，而法策不能勝。123 

                                                 
120 《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 7 輯，頁 15，雍正 4 年 12 月 19 日，奉上諭。 
121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4 輯，頁 5-6，雍正 3 年 3 月初 1 日，福建漳州總兵官高世定奏摺。 
122 『史館檔』，景方昶纂輯，食貨志七，錢法，禁私鑄二。 
123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16 輯，頁 9-10，雍正 8 年 3 月 22 日，江蘇巡撫尹繼善奏摺。 



 59

世宗對私錢流通採取寬容的態度，並未隨著即位年久而改

變，當雍正十三年(1735)世宗辭世前不到數月，對河南巡撫王士

俊(？-1756)奏請收買該省流通的低薄小錢一摺中，世宗亦給予嚴

厲的申飭： 

此非端本之策，徒滋紛擾。但嚴緝私鑄私燬，力收廢銅以

禁市賣。制錢敷用時，方可議及。此今制錢不敷民間之用，

而復令繳小錢，況收買必不能盡得其平。……其不可行處，

亦不可枚舉，此奏識見甚屬不通。124 

同樣，對來自湖北巡撫吳應棻(？-1740)的主張禁革小錢，世宗透

過軍機處向吳應棻發出一道寄信上諭，內云： 

此事不可急驟，蓋小錢之來已久，目今官錢尚未充裕，現

不敷用，若將小錢全收入官，則民用無所資，大有不便。……

況收買解充鼓鑄，其弊有二，若照民間錢價收，則折耗在

官，而國帑無著，若減民間價值收買，則折耗在民，而眾

怨沸騰矣！……此事辦理，急錯了，非可嚴禁者。125 

世宗在位期間，始終堅持對私錢流通採取寬容立場。此一立

場 不 僅 將 康 熙 晚 年 對 地 方 流 通 小 錢 所 採 取 的 消 極 延 展 收 繳 政

策，轉向明確而公開的積極肯定態度，也為乾隆帝即位之初，在

面對錢少而價昂的客觀環境下，提供政策性的主導思想。例如世

宗辭世不久，來自廣東瓊州總兵李順議請禁革當地流通的歷代舊

錢與偽錢，乾隆帝即有如下的批示： 

民間行使小錢、廣錢，乃地方相沿陋習。若禁止嚴迫，則

受其擾累者不少矣！皇考諭旨甚明，汝此奏可告之督撫，

                                                 
124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4 輯，頁 693-694，雍正 13 年 5 月 16 日，河南巡撫王士俊奏摺。 
125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5 輯，頁 142-143，雍正 13 年 8 月初 3 日，署理湖北巡撫吳應棻

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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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傳朕諭，令其留心商酌，不可急遽，亦不可疎縱也。126 

綜觀明清間私錢問題的發展，自十五世紀英宗開放錢禁以

後，由於官方未能因應市場對銅錢需求發展而擴大鑄錢體系，隨

即面臨私錢排山倒海的擴張態勢。雖然十六世紀以後弘治、嘉靖

年間中央開始積極增加制錢供應，並提升制錢重量，試圖以良幣

驅逐劣幣，藉以遏止私錢泛濫問題。惟官方擴大鑄錢，加重制錢

重量的政策，卻無法克服銅材供應的困難，加上官方過度介入市

場觀念並未改變，結果導致市場錢價混亂，官錢壅滯難行，人民

對政府制錢失去信心的情況下，地方市場轉而出現以銀代錢的趨

勢。萬曆中期以後，隨著內外戰爭的發展，國家財政負擔日益沉

重，遂促使明政府藉由鑄錢以遏止私錢泛濫的政策，轉向鑄錢取

息謀利的方向，因而更加惡化明代錢法原已薄弱的基礎。天啟、

崇禎年間，廣設鑄局，廣求鑄息，錢法積弊日深，中央對地方制

錢品質管控更難著力，濫惡官錢與劣質私錢相因相乘。終明之

世，對私錢問題可謂束手無策，更遑論提出具體可行的有效方案。 

清初政府承晚明錢法敗壞，人民對官錢信心大跌餘緒，朝廷

雖屢次更定錢式，制錢一再加重，同時加強私鑄的查緝與取締工

作，但面對國家軍事支出依舊龐大壓力下，追求鑄息仍然成為錢

法的主導方針。至康熙繼位之初，透過控制地方鑄局數量、銅材

集中戶、工兩鑄局的配置方針、積極維持制錢重量與品質的理

想，逐漸使得晚明以來私錢問題得以緩和。雖然康熙中期以後，

制錢減重曾再度引發私錢的發展，但相較於晚明私錢泛濫情況而

言，其嚴重程度終究不可同日而語。 

隨著康熙中葉後全國統一，國內戰事相繼結束，地方市場穩

定發展，商貿活動相應對銅錢需求的增加，康熙四、五十年代錢

                                                 
126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5 輯，頁 184-185，雍正 13 年 8 月 16 日，廣東瓊州總兵李順奏

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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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再度逐漸攀升。然而，由於康熙四十一年朝廷關閉地方鑄局以

後，民間流通制錢不敷市場需求，遂促使民間依賴私錢。清政府

雖然了解到取締私錢的重要性，但礙於客觀外在環境變化，清代

君主適時修正錢法對策，從原來對嚴禁私錢態度轉向弛禁立場，

此一發展至雍正年間日趨明確，並延續至乾隆即位以後。當政府

對私錢流通採取弛禁立場，私錢流通遂因時乘勢擴大。在乾隆朝

錢貴的時期中，私錢成為地方貨幣市場上必要之惡。乾隆即位以

後，面對地方私錢流通與擴張，究竟提出什麼因應對策？其政策

實施所能發揮的效果究竟如何？以及在處理私錢的問題上，又將

牽涉到那些具體問題，將是下文進一步探索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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